集群知识网络中知识存量排序的演化过程研究
——以郑（州）新（乡）汽车集群知识网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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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知识存量排序理论、知识转移共振理论和混沌理论的分析方法，提出集群知识网络中知识存量排序的演化问题，并构建知识存量排序演化过程模型。通过郑新汽车集群知识网络的案例分析，认为集群知识网络状态和知识转移共振度共同影响知识存量排序的演化过程。从案例讨论中发现，在两种作用力的影响下，形成四种知识存量排序，并沿着非线性路径循环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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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Stock Sort in Cluster Knowledge Network 
—The Case Study from Zhengzhou&Xinxiang Automobile Cluster knowledg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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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from the theories of knowledge stock sort，transfer resonance and chaos，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issue of evolution of knowledge stock sort in cluster knowledge network. Therefore, the model of knowledge stock sort is built up. With the case study of Zhengzhou&Xinxiang automobile cluster knowledge network, it thinks that evolution of knowledge stock sort is affected by both status of cluster knowledge network and knowledge transfer resonance. By case discussion, it is founded that with the influence of two factors there exists four types of knowledge stock sorts evolved along with nonlinear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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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源的地位显得更加特殊和重要，对知识资源的获取利用，已成为企业发展、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集群知识网络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1]。 Musiolik等[2]认为集群知识网络是产业集群和知识网络的融合体。从空间邻近性和知识关联性看，单纯的地理集中而知识关联处于游离状态时，并不能构成集群知识网络，只有把存在着地域内外联系的产业按一定的知识存量分类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集群知识网络[2]；Pe’er 和Keil[3]从知识分工视角，认为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分工协同，形成以知识分工为基础的企业网络，通过集群网络内部企业的相互依赖以及共同利益，使集群网络内知识存量的溢出、分享、转移变得容易；从趋同效应看，集群知识网络相当于一个趋同空间[4]，即把区域内具有不同组织情境和准则的各种创新者召集到一起，从事知识存量的积累与扩散。
由此可见，组建集群知识网络的目的是通过网络内不同知识存量之间的组合，在更大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知识资源的优化配置，促成网络成员知识存量水平的共同提高[5]。Nell等 [5]    认为知识存量内部存在的一定的结构性差异，诸如元知识、组分知识及模块化知识等，知识存量在表面上所显现出的不同组合究其本质是由其内部知识结构的不同排序而引发的，从而引发知识存量的升降序，进而推动集群知识网络的创新与升级。现有对知识存量排序的研究大多关注于知识存量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布状况 [6] [7]，而知识存量内部结构的排序更为复杂，目前则少有学者从内部排序结构视角对知识存量的演化过程展开研究。Ciabuschi等[8]     认为知识存量的排序结构是与知识网络本身所处的状态密切相关的，即当网络处于简单结构状态时，类似于单细胞生物体，知识存量的排序结构相对单一；当网络处于复杂多变的混沌临界状态时，知识存量的排序也随之进入了多模块组合的高级结构形式。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知识存量排序的产生机理[9]，认为知识网络中主体之间产生正向知识转移和逆向知识转移，在各方知识共振作用下，不同知识存量之间的组合在不断发生变化，进而促使知识存量排序产生变异。因此，根据以往学者们的理论研究，发现知识存量排序是与集群知识网络混沌状态和多方知识转移互动共振行为密不可分的。本文针对知识存量排序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将知识存量排序演化的研究建立在集群知识网络混沌理论和知识转移共振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对通过案例研究和理论模型，阐释集群知识网络中知识存量排序的演化过程。 
1.相关理论综述
1.1知识存量排序理论
Li等[6]认为知识存量表示组织中知识的积累量，它通过组织内部或外部的知识创造和知识创新而获得的。知识存量不仅表现为一定时期内知识在数量方面的积累性，而且还往往伴随着其内部知识单元结构在排序组合方面发生了变化[8]。Ciabuschi等[8]借用物理学中的并联、串联电路的概念，将知识存量排序构成分为知识存量并联和知识存量串联。
1.1.1知识存量并联
物理学中将并联定义为将不同的元件首首相连，同时亦尾尾相连的一种连接方式[10]。在集群知识网络中，知识存量并联可理解为把独立分散但具有逻辑关系的多个知识单元并列在一起，通过某种连接方式同时呈现在一个集群知识网络中。 Majchrzak和Philip[11]  认为形成知识存量并联的条件有两个：知识排他性和知识配置性，知识存量并联更多地表现为元件知识之间的组合和利用，知识存量本身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1.1.2知识存量串联
物理学中将串联定义为将各个元件逐个顺次首尾相连接的一种连接方式[10]。在集群知识网络中，知识存量串联可理解为利用耦合机制将并联后的知识存量连接在一起，形成集群网络中的模块化新知识。Gorovaia 和Windsperger[12]认为形成知识存量并联的条件有两个：知识模块化和耦合性。处于同一串联链条中的知识存量，通过模块化方式和耦合机制的作用，与上下游知识存量联合成一个新的知识架构[13]。
1.2知识转移共振理论
当集群知识网络中所转移的新知识释放的能量累计到一定的阀值时，就会与原知识一起发生作用，成倍放大原有知识存量，获得更高势能的知识存量，形成共振效应[9]。Corsaro等[9]认为知识转移共振的产生需要知识吸收与整合、反哺等条件。
1.2.1知识吸收与整合
Davison 等[14]认为对所转移的知识存量的吸收包括清晰了解关键知识元素和边缘知识元素以及知识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能够预测出知识发展态势。同时，如果接受方仅仅把所获得的知识进行简单的相加，而不进行整合，创造出全新的知识，那么知识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振。因此，王永健等[15]认为知识的吸收与整合强调接受方利用所获取的知识进行创新，实现自身知识存量的成倍增加。
1.2.2反哺
随着接受方对知识存量的吸收和整合，新的架构知识不断出现[16]，接受方和知识源之间出现多向知识转移，其中包括接受方对知识源的逆向知识转移，即知识反哺。反哺在不同转移层次上存在着低级和高级差异[17]。Huong和 Katsuhiro[17]研究发现低级反哺活动涉及基本知识共享，接受方更多地是将实践中与环境不匹配的任务或工具等反馈给知识源；高级反哺活动则注重接受方对架构知识的逆向转移，涉及知识应用和创新，由此引发集群知识网络内更大范围的知识共振。
1.3混沌理论
混沌理论是综合运用复杂系统的涨落与触发机制、结构秩序性等理论和方法，对非线性动力系统中不稳定行为展开研究的[18]。谌飞龙等[18]将系统的涨落状态分为分岔与分形。借用混沌理论，集群知识网络的状态也可分为分形与分岔。
3.1.1分岔
混沌理论认为，所谓分岔(bifurcation) [18] ，是指对于一个复杂系统，当其元成分发生变化并经过某个阈值时，整体系统将会发生敏感性激变，其中阈值即为分岔值；谌飞龙等[18]从涨落与触发机制入手，总结出系统在远离初始出发点后，经过多次的分岔，到达混沌区域，因此分岔是系统混沌的边界。根据分岔后所形成的支系多少，可分为独系分岔和复系分岔[19]，独系分岔表现为处于原始分散的节点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具有某一类专业知识功能的单一网络系统；随着知识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知识在发展方向上形成多个趋势和方向，在不同的方向上出现不同的凝聚子群，节点间逐渐形成“派系”，这样就由独系分岔变为复系分岔，并显现出内聚性和合作性特点。
3.1.2分形
当一个集群知识网络在空间位置上表现为过度的地理邻近性时，会造成网络系统的自封闭性，当拥挤成本超过外部经济时，集群知识网络在强大离心力的作用下出现了更大空间范围的分形(Fractal)状态[20]。甘德安和杨正东[20] 从结构秩序性角度，认为系统的状态在由混沌区向吸引子汇聚过程中，系统会出现多种类型幂律的拓扑结构，致使系统出现分形。分形可分为漂变分形和成种分形[21]，漂变分形是从一个“原状态”开始，按照“生成元”的运作规则，不断“迭代”而成；发生漂变分形后，新网络能够更好地承接原网络的功能，并与原网络一起形成更大规模的集群知识网络并架构出新知识，通过对集群知识网络的再分形——成种分形，以推动集群知识网络升级。
综上所述，在集群知识网络中，一方面，各节点间进行着知识转移行为，知识转移的各个阶段会产生知识的交互行为，形成知识共振，知识存量会产生放大效应，从而推动知识存量排序的变化；另一方面，根据混沌理论，集群知识网络会出现分岔与分形状态，形成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的组合，推动知识存量向更高级演化。目前少有学者基于知识转移共振理论与混沌理论，对集群知识网络中知识存量排序的演化过程进行研究。根据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将通过集群知识网络状态（分岔与分形）、知识转移共振等影响因素，探讨知识存量排序的演化过程问题。
2案例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选择
本文使用单案例研究方法。该方法可更好地了解案例的背景，并能保证案例研究的深度。罗伯特[22]认为案例研究可以帮助观察到许多新现象，分析样本的动态演化过程，并且可以发现样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可以研究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有助于捕捉和追踪管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验证深藏于事件之中的理论逻辑关系[22]。
2.2研究对象选择
本文选择郑（州）新（乡）汽车集群知识网络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1）产业代表性。汽车工业是产业关联度高、规模效益明显、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重要产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为促进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快速发展，河南省政府、郑州市及新乡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十一五”、“十二五”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规划 ，以此带动全省及当地工业结构升级，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
（2）企业代表性。郑州和新乡先后涌现出宇通客车公司、郑州日产公司、少林汽车公司、新飞专用车公司以及新航集团、新乡万向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2013年郑州和新乡汽车工业总产值达到420亿元。宇通公司成为世界规模最大、工艺技术条件最先进的大中型客车生产基地，郑州日产公司的皮卡车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3%，新航集团的转向器、汽车空调、“三滤”产品分别位居同类产品第一、二、三名，新乡辉县汽配的动力转向器壳在载重车市场占有率为80%。目前郑新集群知识网络已形成大中型客车、皮卡商务车、专用车、汽车零配件四大产品系列。
(3)案例研究开展便利性。笔者所在的大学与宇通、郑州日产、新航等企业保持多年来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经常性地开展实地调研。同时，笔者所在的大学开设有机械自动化本科专业，通过与部分汽车及零部件公司开展科研支持和校外实习基地共建，可以便利地获取这些企业的资料。
2.3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1）实地访谈。笔者分别于2016年3月-5月和2017年7月-8月实地走访了宇通、郑州日产、少林、新飞、万向等8家企业，访谈内容涉及到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互动关系、知识吸收及反哺过程障碍以及知识创新等多个问题。访谈对象包括这些企业的副总经理、技术开发部经理及主管人员等。
（2）二手资料。笔者整理了近十年来《汽车之友》、《汽车科技》期刊、《河南省统计年鉴》、汽车行业的相关学位论文、“汽车之家网”以及“中国汽车网”等，内容涉及汽车工业大事记、数据、新闻热点及评论等诸多角度。通过对郑（州）新（乡）汽车集群知识网络的发展路径分析并结合相关企业高层的建议，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详细介绍见下文案例分析）。
3案例分析与讨论
3.1案例分析
3.1.1第一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
郑州汽车工业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3年12月，郑州客车修配厂（现更名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出河南省第一辆长途客车，开启了郑州汽车制造业的先河。此后，1969年郑州汽车制造厂（现更名为“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生产了河南省第一辆小型货车。早期的郑州汽车工业基础薄弱，仅有汽车及零配件厂家3-4家。各个厂家之间的业务关系简单。郑州汽车制造厂利用压力机、坐标镗床等设备向郑州客车修配厂提供车体支架；郑州车辆厂则利用刨床、铣床、车床等简易设备生产汽车铸件和冲压、锻造模具，成为郑州客车修配厂的长期供货商；郑州中用汽车配件厂使用冲床、剪板机和锻造工艺生产汽车厢盖、U型螺栓等标准件，为郑州汽车制造厂和郑州车辆厂提供价格低廉的配件。
该阶段形成以郑州客车修配厂为主、郑州汽车制造厂和郑州车辆厂为辅的早期汽车工业格局。各厂家之间仅是计划经济下的供销关系，没有形成技术开发惯例，几乎没有产生知识共振。该阶段表现出独系分岔和知识转移弱共振，知识存量排序处于简单的并联结构。如图1所示。

郑州汽车制造厂向郑州客车修配厂提供车体支架
郑州车辆厂向郑州客车修配厂提供汽车铸件和冲压、锻造模具

1963年郑州客车修配厂生产出河南省第一辆长途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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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知识存量并联图（第一阶段）
Fig1. The diagram of knowledge stock sort with monomer parallel connection（1st stage）


3.1.2第二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中期）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各类功能汽车的需求越来越强。在这一背景下，郑州汽车工业开始加快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车型。1993年原郑州客车修配厂更名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宇通公司将其产品定位于中高端客车市场，生产高中档公路客车、高档旅游客车、低地板城市客车及高档客车底盘及其他零部件产品，并率先在国内客车市场使用发动机热管理系统、冷却智能控制系统及风扇智能控制系统。1997年 “宇通客车”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内大客车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1983年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主要生产厢式运输车、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中轻型公路客车、汽车零部件等系列产品。少林公司成立后，以厢式运输车作为主要产品，陆续开发出SLG5090XXYC4E、SLG5010XXYC4E、SLG5130XXYC4E等系列产品，1990年，率先实现油刹变气刹，一举成为国内箱式运输车的领导者。
在宇通公司和少林公司的带动下，郑州汽车工业开始吸引外商投资。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在中国的商务车生产基地，主要生产NISSAN皮卡系列车、NISSAN帕拉丁和多功能商务车（SUV）等高档车型。
在宇通公司、少林公司和郑州日产三大汽车生产厂家的影响下，郑州出现了众多中小汽车零配件企业，它们纷纷与三大汽车厂家合作，成为其配套生产企业。从1992年开始郑州市金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向宇通公司提供汽车线束、汽车仪表、汽车灯具等产品，郑州精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宇通合作从事汽车冲压、焊接件生产；少林公司所需的车桥、空气悬架、消声器、行李架和减振器等则由中原鼎通汽车配件公司和郑州精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配套研发设计；郑州轻汽和精通公司则分别成为郑州日产在模具冲压和转向减振器部件的主要供货商。
该阶段出现了以宇通公司为核心的中高档客车，以少林公司为核心的厢式运输车、轻型客车和以郑州日产为核心的高档皮卡商务车等三个车系并存局面，郑州汽车集群知识网络呈现复系分岔状态。同时其他中小厂家与不同支系的核心企业紧密联合，进行配套设计研发，知识共振增强，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并联知识存量排序。如图2所示。
图2.知识存量并联图（第二阶段）郑州汽车集群知识网络
以宇通公司为核心的中高档客车

以少林公司为核心的厢式运输车、轻型客车

以郑州日产为核心的高档皮卡商务车

精诚公司与宇通合作从事汽车冲压、焊接件生产

郑州轻汽为宇通提供模具冲压、支架

中原鼎通提供车桥、空气悬架、消声器

精通配套研发设计减振器


郑州轻汽为郑州日产生产模具冲压

精通公司成为转向减振器部件的主要供货商

金根公司向宇通提供汽车线束、汽车仪表


Fig2. The diagram of knowledge stock sort with complex parallel connection（2nd stage）

3.1.3第三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2004年）
随着三个核心企业的壮大，郑州汽车集群网络需要扩大中高档汽车产能，壮大关键零部件集群优势, 培育形成新的生产基地，从而实现集群网络的分形。新乡市距离郑州70多公里，工业基础雄厚，成为众多郑州汽车厂家的首选。2003年新飞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开始生产专用车，如厢式运输车、冷藏车、保温车、疫苗运输车等。2004年少林公司向新飞公司投资，共同组建专用汽车工程研究中心，利用少林公司的技术优势生产厢式运输车。少林公司将其吸盘及气动控制、车身多重密封工艺以及仪表全步控制模块“复制漂变”至新飞公司，使其获得生产厢式运输车的关键技术；新乡豫北机械厂则向宇通公司学习，仿制轿、轻、微转向器技术。同时新乡豫北机械厂在郑州日产的帮助下，重点发展轮胎智能检测系统、电动车窗控制系统等技术，成为国内客车市场智能控制系统的技术领先者。
在核心企业带动下，一批郑州中小汽车零部件企业也纷纷将技术转移至新乡。新乡辉县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原鼎通购进造型机、射芯机、连续抛丸机等，学习汽车后桥壳、减速器壳生产技术。郑州轻汽则向新乡宏宇特铸股份有限公司输出低温球墨铸铁技术。
利用郑州汽车集群知识网络的技术，新乡涌现出了众多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家，并成功复制了郑州汽车企业的先进技术，连同新乡原有的企业（如河南万向系统制动器有限公司、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形成新乡汽车集群知识网络。在郑州三大核心汽车企业的影响下，郑州汽车网络不断漂变分形至新乡，形成郑新汽车集群知识网络。该阶段新乡汽车企业关注于模仿复制郑州汽车企业技术，自行设计研发产品少，因此知识共振较弱，呈现出串联知识存量排序。如图3所示。
图3.知识存量串联图（第三阶段）
郑州汽车集群知识网络

2004年少林公司向新飞公司投资，生产厢式运输车
宇通向豫北机械厂输出转向器技术
郑州轻汽向新乡宏宇输出低温球墨铸铁技术
新乡汽车集群知识网络

辉县汽配向中原鼎通购进设备，学习后桥壳、减速器壳
万向公司自主生产制动器
新航集团自主生产汽车空调器、滤清器
郑新汽车集群知识网络

Fig5. The diagram of knowledge stock sort with copy series connection（3rd stage）

3.1.4第四阶段（2005年—至今）
新乡汽车及零部件企业经过知识吸收和整合，产品实现了技术升级。2005年少林公司向新飞公司投资，共同组建专用汽车工程研究中心，利用少林公司的厢式运输车技术优势生产冷藏保温车。少林公司将其吸盘及气动控制、车身多重密封工艺以及仪表全步控制模块复制至新飞公司，使其获得生产厢式运输车的关键技术。2010年新飞专用车生产能力达到3.5万辆，进入行业前三名，其中冷藏保温车产销量居中国行业前列；新航集团在航空技术同源的基础上开发研制的平原滤清器、豫新汽车空调、豫北汽车动力转向器已成为行业知名品牌；万向公司专业设计、制造六大系列汽车制动器，其底盘及悬架系统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系统集成商；在开发新能源汽车电池方面，全市形成了以环宇集团、科隆集团、金龙集团为龙头的“原材料—电池—研发—回收”完整的循环产业链。截止2014年，新乡汽车企业所生产的车用空调、转向器、制动器总成、滤清器等产品成为国内主流汽车制造企业的主要配套产品，规模和市场占有率达到国内同行业第一，并进入汽车零部件全球采购体系。
在新乡汽车企业的知识反哺作用下，郑州汽车企业也加快了产业升级步伐。2009年4月，整车阴极电泳生产线在宇通建成投产。2012年6月1宇通试验中心获批“国家认可实验室”。2013年，装配有万向、新航、豫北机械厂零部件的宇通客车，取得欧盟WVTA整车认证，正式进军欧美市场；利用环宇集团新能源电池技术，郑州日产成为首批（河南首家）国家按新规范审查的"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审核的整车生产企业。2009年被认定为省级新能源轻型汽车工程实验室和院士工作站，纯电动汽车开发研制能力在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2012年，少林公司通过与新飞公司的合作研发，一次性通过了国家工信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生产资质准入审核验收。
该阶段，新乡汽车企业通过吸收整合能力的提升，获得了新技术，推进与宇通、少林、郑州日产等公司协作配套，产生强烈的知识共振，从而完成了郑新集群知识网络的升级转型，形成大中型客车、皮卡商务车、专用车、汽车配件四大产品系列，网络出现成种分岔状态。知识存量排序呈现专业化、系统化、模块化的串联。如图4所示。
图4.知识存量串联图（第四阶段）郑新汽车集群知识网络

郑州汽车集群知识网络

2013年，宇通利用万向、新航、豫北机械零部件取得欧盟WVTA整车认证
利用环宇电池技术，郑州日产成为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
2012年，少林与新飞合作研发，获得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生产资质
新乡汽车集群知识网络
2010年新飞冷藏保温车产销量居中国行业前列
新航研制滤清器、汽车空调、动力转向器
万向自主设计制造六大系列汽车制动器
环宇、科隆、金龙集团开发汽车电池


Fig6. The diagram of knowledge stock sort with heteromorphy series connection（4th stage）

3.2案例讨论
3.2.1分岔有助于形成知识存量并联，挖掘知识存量深度
从独系分岔到复系分岔形成过程中，集群网络出现了多种系列的知识。本案例中，形成了以宇通、少林、郑州日产公司为核心的三个支系并存局面。每个支系遵循原有知识轨道，对原领域内的知识不断深化和系统化，挖掘知识存量深度。轻汽、金根、精通等依附企业则通过学习三大核心企业的产品设计和技术，进行配套设计研发，从而在集群网络现原有的知识领域内增加知识存量，形成多体并联排序。
3.2.2分形有助于形成知识存量串联，拓展知识存量宽度
企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获取利用外部资源，漂变分形为企业提供了全面了解环境信息、市场信息的机会。从郑州汽车集群知识网络分形至新乡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通过新飞、万向、豫北机械厂等对技术的吸收和整合，改变了这些企业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形式，拓展知识存量宽度，形成复制串联排序。尤其在成种分形过程中，宇通利用万向、新航、豫北机械零部件取得欧盟WVTA整车认证，郑州日产利用环宇电池技术，成为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等，表明郑新集群知识网络不但提高了突破性创新能力，而且实现了知识从酝酿、发酵到迁跃的质变过程，出现异态串联知识存量排序。
3.2.3知识共振有助于形成知识存量并联与串联，促进知识存量多向发展
Partanen和M¨oller[24] 指出知识共振可以增强企业间关系强度，实现内生型集群知识网络升级，并建立一个知识更新和连接关系的多层次 “嵌套”系统。一方面知识共振能够促使郑州轻汽、辉汽等依附企业更好地理解掌握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形成多体并联排序；另一方面通过反哺，使宇通、郑州日产这些核心企业在新技术、新能源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涌现了一系列异质性的产品创新等，形成异态串联知识存量排序。因此，在“嵌套”有原网络与新网络在内的超集群知识网络中，知识共振有助于形成知识存量并联与串联排序，知识存量宽度和深度得以进一步挖掘。
3.2.4知识存量排序演化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通过案例分析，知识存量排序的演化是在集群知识网络状态和知识转移共振共同作用下进行的，知识存量排序演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单体并联（独系分岔—弱共振）
在集群知识网络形成初期，一些生产同类型产品的节点，由于地理空间等原因集结到一起，其中有实力的某个节点成为集群内部的领导者。作为核心节点的领导者通常掌控某一类专业知识，并吸引附近中小节点依附其周围。核心节点是网络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对网络中的其他节点有绝对的影响力，网络表现出独系分岔状态。此时，集群知识网络规模小且节点之间交流不多，关系强度较弱，仅存在单向知识转移，知识转移共振没有显现出来，各节点知识存量之间存在并联关系；该阶段在独系分岔和知识转移弱共振的作用下，网络内郑州客车修配厂（核心节点）与郑州汽车制造厂、郑州车辆厂（辅助节点）之间的知识合作链条单一，知识存量的排序呈现出单体并联排序特征。
（2）第二阶段：多体并联（复系分岔—强共振）
随着集群知识网络节点数量的增加，在信任和情境相似性的作用下，核心节点开始转移大量的知识存量，接受方则对新知识存量进行有效的选择、吸收，并在自己已有产品、技术、流程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反馈，知识共振效应增强。知识存量在类别方面开始有了新的突破，部分节点间的知识关系发生断开，衍生出更多支系。每一个支系的网络生成自身的数据库，并从中提取相应的知识存量进行编码，网络表现出复系分岔状态，各支系知识存量之间存在并联关系；该阶段在复系分岔和知识转移强共振的作用下，网络内分岔出多个支系。一方面，每个支系形成自身独特的知识链；另一方面，支系内部和支系之间形成较强的知识共振，形成以宇通公司为核心的中高档客车技术、以少林公司为核心的厢式运输车轻型客车技术、以郑州日产为核心的高档皮卡商务车技术，知识存量的排序呈现出多体并联排序特征。
（3）第三阶段：复制串联（漂变分形—弱共振）
    多体并联排序下的知识存量若长期存在于某个地域或网络关系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知识锁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支系开始在外部区域市场搜寻其它关系主体，试图建立新的外部知识、信息桥梁。宇通等某些核心节点将原网络中的高势能知识存量和相关制度规范复制到新乡，漂变成新的集群知识网络。新网络（郑新集群知识网络）与原网络（郑州集群知识网络）一起组成了更大的集群知识网络，使网络整体呈现漂变分形状态；该阶段在漂变分形的作用下，新集群知识网络虽复制了原网络的知识、技术轨迹，但并没有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及探索新的商业模式，知识转移共振较弱。新旧知识存量仅相连在一起，呈现出复制串联的排序特征。 
（4）第四阶段：异态串联（成种分形—强共振）	
随着合作范围不断扩展、合作内容不断深入，接受方增加对学习的投入，提高吸收和整合能力，获得新的架构知识，并将新知识反哺给知识源，知识共振达到最大值。知识源为了维持其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也会加强对反哺知识的应用，并将新结点和原结点的知识存量串联在一起，创造出更高势能知识存量，集群知识网络出现成种分形状态；该阶段在成种分形和知识转移强共振的作用下，包含原网络和新网络在内的超集群知识网络对知识存量进行了破坏性、突破性地创造，郑新集群知识网络形成大中型客车、皮卡商务车、专用车、汽车配件四大产品系列，使其呈现出异态串联的排序特征。 
在集群知识网络状态、知识转移共振一起作用下，形成四种知识存量排序，并沿着A→B→C→D非线性“Z”字路径，按照四个阶段循环演化，从而促进了集群知识网络的长期稳定运行。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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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知识存量排序演化模型
Fig5. The evolution model of knowledge stock sort

4研究结论与实践意义
由于集群知识网络状态发生变化，以及节点之间发生知识转移共振，由此导致的知识存量排序结构演化成为集群知识网络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案例分析，构建知识存量排序演化过程模型，将知识转移共振理论和混沌理论运用于知识存量排序的研究中，拓展了知识存量理论的研究视角。根据理论综述，知识存量排序分为知识并联和串联，集群知识网络状态由分岔和分形构成，知识转移共振则分为关系强度、知识吸收与整合以及反哺活动。通过案例讨论，发现集群知识网络状态和知识转移共振影响知识存量排序的演化，在集群知识网络状态和知识转移共振共同作用下，形成四种知识存量排序，并沿着非线性“Z”字路径，按照单体并联—多体并联—复制串联—异态串联四个阶段循环演化，从而促进了集群知识网络的长期稳定运行。
本研究对于我国企业具有一定的管理实践意义：
（1）企业要积极进行知识创新和搭建集群知识网络，加强网络内各企业间的合作意愿和动机，鼓励企业之间进行频繁的交流和沟通，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存量。
（2）企业要积极突破本地网络的区域限制。一方面，核心企业要积极向外部市场扩张，将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复制到相对落后的地区。另一方面，落后地区中小企业也应加大对核心企业知识的消化吸收力度，积极与原网络在文化情境及技术方面的融合，形成“嵌套型”超集群知识网络。
（3）要重视网络内知识的共振效应，尤其对于与核心企业存在较大知识势差的中小企业，更应该积极主动地整合应用知识，获得新的架构知识，并将新知识反哺给核心企业，实现知识串联。而核心企业也应该积极利用反哺知识，最终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本文所提出的模型还需要针对不同的行业搜集资料，做出实证研究，使本文的结论得到进一步验证。不同集群知识网络模式下知识存量变化过程还存在很大的差别，本文并没有针对这种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差异来研究知识存量排序演化问题。因此，对于以上的不足之处，将是后续研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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